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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２００７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评估了不确定性防范对城

市务工人员的影响，并获得了一些重要发现：（１）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防范措

施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差异，参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

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但参与医疗保险对城市务工人

员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２）四种不确定性防范手段对城市务工人员之

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总贡献率接近１０％，其中参与失业保险的贡献率最大。

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变化符合享乐适应理论，即随着

不确定性防范措施的逐步实施推广，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可能会返回

到未采取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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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农村剩余
劳动力开始在城市寻找工作和生活的机会，形成了所谓的“民工潮”。我
们将这些民工界定为城市务工人员。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务工人员对中
国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做出了卓越贡献。但长期以来，处于社会
底层的城市务工人员却遭受了严重歧视。刘翠霄（２００５）对城市务工人
员遭受歧视的描述主要有四点：（１）城市务工人员遭受着就业歧视，即他
们很难成为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的正式职工。（２）他们要忍受
职业歧视，即他们大多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又累又脏又危险的工
作。２００７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的统计资料显示，大部分城市务工
人员从事的职业集中在生产加工（占３４．９２％）和建筑行业（占２９．３２％）。
（３）他们要经受工资待遇歧视，即他们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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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同酬，且工资待遇低，拖欠现象普遍。２００７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
据库的统计资料显示，城市务工人员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为７．９９０８元，而
城市居民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为２０．７９１７元，是城市务工人员的两倍多。
从劳动时间强度来看，城市务工人员每周工作５１．４７７４个小时，而城市居
民每周工作４６．９１５２个小时，比城市务工人员每周少工作４个多小时。
（４）他们并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生病或伤残以及失业的保障，长此
以往，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将给和谐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负
面影响。因此，建立城市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增进他们的主观幸
福感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一系列由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对城市务工

人员的生活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冲击。在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未来的不确定性会将整个社会转型的成本转嫁给城市务工人员。这主
要是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举措的推进会产生一系列的不确定因

素，从而导致城市务工人员因企业结构的调整而成为最直接的裁员对
象，因通货膨胀而引发收支预期不确定等诸多风险。此外，大多数城市
务工人员在城里往往从事危险系数较高、突发工伤事故可能性较大的工
作，这又引发他们对预期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不确定性的
负面冲击可能会扰乱城市务工人员的正常生活，从而弱化他们的幸福
感。因此，消除城市务工人员对未来可能遭遇厄运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心
理，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帮、贫有所济、失业者能解困等目标
便成为政府保民生、促和谐的重要途径。虽然不确定性对居民幸福感的
重要性被众多学者认可，但是鲜有经验证据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性。
随着中央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日益关注，如何能让人幸福已经成为

当前政府工作的重要主题（陈刚、李树，２０１２）。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
也有大量文献针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何强，２０１１；何立新、潘春阳，２０１１；陈钊等，２０１２；李涛等，２０１１；陈刚、
李树，２０１２）。以往研究利用绝对收入（罗楚亮，２００９；官皓，２０１０；张学
志、才国伟，２０１１；邢占军，２０１１；黄嘉文，２０１３）、相对收入（罗楚亮，

２００９；何强，２０１１；何立新、潘春阳，２０１１；谢识予等，２０１０；鲁元平、王韬，

２０１１；王鹏，２０１１）、户籍状况（陈钊等，２０１２）、住房状况（李涛等，２０１１）、
社会关系网络（李树、陈刚，２０１２）、社会犯罪（鲁元平、王韬，２０１１）、价值
观（张学志、才国伟，２０１１）、婚姻状况（李后建，２０１３）和就业状况（罗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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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２００６）等诸多因素来解释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试图通过各种途
径来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研究将焦点集中
于如何破解“幸福悖论”或“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悖论。很多学者皆认为收入差距
扩大是导致居民幸福感降低的主因。但在这些实证研究中，普遍存在
选择性偏差的问题，即收入差距也可能会受到个体禀赋特征（如教育水
平、户籍、政治身份等）等诸多混淆变量的影响，若轻易将这些因素同时
纳入对幸福感的考察，势必引致内生性问题。此外，不能轻易将个体之
间的收入进行比较，因为个体收入来源的背后包含着许多需要思考的
现象，例如个体收入来源背后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和工作环境等都存
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倘若不将这些信息嵌入个体之间收入比较的过程
中，那么所得结论必定经不起推敲。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献可能忽略了
一种更重要的作用机制，即不确定性防范有助于缓解预防性储蓄动机，

促进居民消费，从而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事实上，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研究发
现，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相关改革举措推进的过程中，居民的不确定
感会明显增加（沈坤荣、谢勇，２０１２）。因此，众多研究以预防性储蓄理
论为基础，考察了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例如，沈坤荣和谢勇
（２０１２）的研究发现，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城镇居民
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其主要原因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有利于缓解城
镇居民未来收支的不确定，从而提高家庭消费。汪浩瀚和唐绍祥
（２０１０）指出，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与储蓄强度正相关，即不确定性增
加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有一些学者（Ｂａｉａｒｄｉ，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的实证研究结论发现，金融风险和环境风险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对
居民消费皆有显著影响，且他们的研究结论支持了预防性储蓄理论。

１．不确定性防范指城市务工人员为了防范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冲击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本文将这些措施界定为社保参与。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现有文献从预防性储蓄动机方面来研究不确
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但目前尚未有文献直接分析不确定性防范１

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
四个方面：（１）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相
对较少。基于此，本文利用一项大型的微观调查数据———中国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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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０７，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在控制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上，首次研究了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工人员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２）本文考察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
伤保险这四种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
且评判了四种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影响的差异性。（３）本文利用倾向值匹
配的方法弱化了样本选择性偏差的问题，“净化”了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
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４）本文利用基于夏普利值过程的回归分
解评判了各个因素对城市务工人员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贡献率。

二、文献综述

（一）背景因素与幸福感
自伊斯特林（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４）在其开创性研究中提供的关于美国的经

验证据表明，收入的增长并不会带来幸福感的提高，即“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悖论”。
随后，Ｋａｈｎｅｍａｎ等（１９９７）将主观幸福感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来，并将其
视为体验效用（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体验效用是一种与行为选择有关的
事后享乐主义，而决策效用则是体验效用的事前期望。事实上，新古典
经济学使用的效用概念就是体验效用，而在当代经济学的应用中，体验
效用可被视为新功利主义。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有关幸福感的相
关研究文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研究者们从心理学（Ｄｉｅｎｅｒ，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社会学、医学和经济学（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Ｏｓｗａｌｄ　ａｎｄ　Ｗｕ，

２０１０；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ｏｎ，２０１０；Ｒａｙｏ　ａｎｄ　Ｂｅｃｋｅｒ，２００７）等诸多学科领
域对幸福感进行了深层次研究。为了获得有关幸福感的相关数据，研究
者们亦展开了大规模调查。一些调查仅涉及单个国家，如美国综合社会
调查（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德国社会经济追踪调查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和中国社会综合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等。还有一些调查则涉及多个国家，如欧洲晴雨表调查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ｓ）和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ｓ）。除
了调查主观幸福感外，所有的相关调查都涉及了受试者最重要的社会人
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家庭规模、婚姻、职业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收入
等。并且，诸多研究发现，这些最重要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对居民主观幸
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Ｂｅｃｃｈｅｔｔｉ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２０１０；Ｋａｌｙｕｚｈｎｏｖａ　ａｎｄ
Ｋａｍｂｈａｍｐａｔｉ，２００８；黄嘉文，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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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主观幸福感的社会经济因素可以区分为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

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上，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个人收入（家庭收
入）和就业状况：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收入确实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其
中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均对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Ｃｌａｒｋ，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失业状态往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即
使在控制收入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失业仍是导致居民不幸的重要微观
因素（Ｆｒｅ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ｔｚｅｒ，２００２ａ）。在宏观层面上，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包括宏观经济状况（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制度状况
（政治自由、民主和法治、税负）、公害品（恐怖主义、内战和腐败）和社会
环境质量。其中，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
响（Ｄｉ　Ｔｅｌｌ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恐怖主义、内战和腐败极大地降低了居民的
主观幸福感（Ｆｒｅｙ，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Ｗｅｌｓｃｈ，２００８），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
有效的制度安排会带给居民更多的幸福感（Ｗｅｌｓｃｈ，２００７ｂ；Ｆｒｅ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ｔｚｅｒ，２００２ｂ；谢舜等，２０１２）。同样，社会环境质量也对居民主观幸
福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Ｗｅｌｓｃｈ，２００９）。

（二）不确定性与幸福感
通过对既有理论和文献的爬梳，能够发现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居民

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第一，不确定性可能通过影响居民消费惯性，进而
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以往的研究表明，由于不确定性的影响，当居民
不能正确地做出与现有消费习惯相适应的消费决策时，消费者往往要
不断地调整和重新适应新的消费水平，这有可能引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
（Ｇｉｌｂｅｒｔ，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Ｗｉ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ｉｌｂｅｒｔ，２００５；Ｌｏｅｗ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例如动力平衡理论（Ｈｅａｄｅｙ　ａｎｄ　Ｗｅａｒｉｎｇ，１９９２）表明，居民的幸福感不
仅受控于长期稳定的人格特质，还会遭受短期正负生活事件的影响。
在大部分时间里，居民因受到人格特质因素的影响，其幸福感会呈现稳
定平衡，但当发生特别或不同于过往生活经验的生活事件时，幸福感便
会偏离基线水平，从而失去动力平衡。举例而言，当个体失业时，个体
可能无法保持目前的消费惯性，最终可能给个体幸福感带来巨大而持
久的负面影响（Ｃｌａｒｋ，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第二，不确定性会强化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压制居民当期消

费，从而挤走居民获取幸福感的消费支出。Ｇｕｖｅｎ（２０１２）指出，不同
的消费会给居民带来不同的幸福水平，储蓄率高的居民，其幸福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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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因为不确定性可能造成了他们悲观的收入预期；储蓄率高的居民
可能更加厌恶负债，他们往往实行紧缩的消费决策，以致挤出了更多增
加幸福感所需的必要支出。Ｓｉｍｍｓ等（２０１０）利用享乐适应理论解释
了储蓄率高的居民为何幸福感低的原因，即当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
到满足时，现有水平的消费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更高水平的幸福。

Ａｂｄａｌｌａｈ等（２００９）也同样指出，人们很容易适应更好的物质生活标
准，同样也很容易恢复到以往的幸福水平。更重要的是，消费攀比效
应也会使得个体幸福感发生变异和扭曲。例如，服装消费多的人可
以给他人留下更好的印象以便获得工作和客户，教育消费多的人可
以让自己成为更具吸引力的雇主（Ｆｒａｎｋ，１９９９），商品消费更多的人
可以显示自己更高的地位和财富。因此，如果过多地压制当期消费，
不仅难以满足居民攀比心理需求，而且容易产生挫折感和自卑心理，
最终降低居民的幸福感（Ｃｏｌｅ，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不确定性导致的居民
预防性储蓄还可能挤走其维持社会关系网络所需的支出，而社会关
系网络往往是居民获得幸福感的重要渠道（李树、陈刚，２０１２）。

Ｋｉｍｂａｌｌ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ｓ（２００６）强调社会资本／社会关系是居民幸福感的
重要源泉，这主要是因为被嵌入信任、互助、协调等机制的社会关系
网络可以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和关怀互动等，同时还有利于个体
的健康（Ｋａｗａｃｈｉ　ａｎｄ　Ｂｅｒｋｍａｎ，２００１）。社会关系网络具有较强的正
向外部性，且大多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都直接建立在这些外部性上
（Ｍｙｅｒｓ，２０００；丘海雄、李敢，２０１２）。
需要强调的是，不确定性防范是增加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早期的实证研究也给出了相关解释。例如，Ｖｅｅｎｈｏｖｅｎ（２０００）研究了
不同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就同等富裕
国家而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的国家居民往往要更加幸福。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估计方法与模型设定
本文因变量为居民主观幸福感，为了最大程度弱化不可观测因素的

干扰，减少因遗漏关键变量而导致的估计偏误，我们将样本分为两组，其
中一组是采取了不确定性防范的城市务工人员，另一组是没有采取不确
定性防范的城市务工人员。我们有理由相信，两组样本之间有着诸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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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类似，例如，都有城市务工的经历，都曾生活和成长在农村等。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城市务工人员的异质性可能成为影响

其是否采取不确定性防范的重要因素。因为教育年限越长、收入水平
越高和社会网络关系越强的城市务工人员可能获得更多有关不确定性

防范的重要信息。因此，两组样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禀赋差异和能力
差异。如果我们直接将两组样本通过最小二乘法回归进行相关幸福感
的比较，则会导致极大的估计偏误。一是因为残差项中可能包含了与
不确定性防范能力有关但无法通过可观测变量控制的因素，二是因为
即使可观测的变量可以用来解释未观测的变量，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
非线性的，也会导致残差项中存在白噪音。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基于倾
向值匹配的思想，通过引入一个代理变量，将不可观测因素抽取出来，
从而使得残差与因变量之间呈现相互独立的关系（陈炜、刘阳阳，

２０１０）。在倾向得分的估计过程中，仔细选择条件变量和Ｌｏｇｉｔ回归的
正确设定对于倾向值匹配来说十分关键。尽管这一领域的学者提出了
众多规则与方法，但仍未发现有确定无疑的方法。普遍的做法是根据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ａｎｄ　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４）的建议，应用逐步Ｐｒｏｂｉｔ回归来选择变
量，根据 Ｗａｌｄ统计量来决定纳入或者排除条件变量。因此，我们在估
计倾向值得分时采纳这一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采用的代理变量为是否采取不确定性防范的

概率，通过将采取不确定性防范的倾向得分加入方程中后进行估计，这
就是倾向得分的线性匹配。倾向得分是指在给定样本特征 Ｘ的情况
下，个体采取不确定性防范的条件概率，即：

Ｐ（Ｘ）＝Ｐ［Ｗ ＝１｜Ｘ］＝Ｅ［Ｗ｜Ｘ］ （１）
其中，Ｗ 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城市务工人员采取了不确定性防范，则

Ｗ＝１，否则 Ｗ＝０。由于倾向得分是潜在不可观测的，因此，通常需要
利用Ｐｒｏｂｉｔ概率模型进行估计。
对于个体ｉ而言，假定其倾向得分已知，那么其不确定性防范限制

条件下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ＡＴＥ）为：

ＡＴＥ ＝Ｅ｛［（Ｙ１ｉ｜Ｗｉ ＝１）－（Ｙ０ｉ｜Ｗｉ ＝０）］｜Ｘｉ｝ （２）
其中，Ｙ１ｉ和Ｙ０ｉ分别表示同一个体在是否采取不确定性防范的两种情
况下的主观幸福感。在现实中，由于 Ｙ１ｉ和Ｙ０ｉ不能被同时观测到，因
此在考察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工人员幸福感影响时，如果直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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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和不采取不确定性防范的城市务工人员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将
导致选择性偏误。代理变量的方法无法克服样本选择性问题，因而本
文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具体做法是尽量将采取和不采取不确定性
防范的城市务工人员相匹配，估计平均处理效应，从而达到降低选择性
偏误的目的。因此，本文第二步是根据各种常见的匹配方法来估计不
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果。
基准模型的设定将借鉴李涛等（２０１１）和陈刚、李树（２０１２）的相关

计量模型，即：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 ＝β１ｕｎｃｅｒｔｉ＋ΓＷｉ＋ΠＺｉ＋εｉ （３）

２．在本文中，ｕｎｃｅｒｔ泛指养老保险（ｐｅｎ＿ｉｎｓｕｒ）、医疗保险（ｍｅｄ＿ｉｎｓｕｒ）、失业保险（ｕｎｅ＿ｉｎｓｕｒ）、
工伤保险（ｉｎｊ＿ｉｎｓｕｒ）和不确定性防范综合指数（ｕｎｃ＿ｉｎｄｅｘ）。

在上述回归方程（３）中，被解释变量是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解释变量是城市务工人员不确定性防范（ｕｎｃｅｒｔ）；２Ｗ 是
影响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矩阵，Γ 是其对
应的回归系数矩阵；Ｚ 是影响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宏观环境变
量矩阵，Π 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ε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定义
１．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本文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
的衡量来自受访者对调查问题的回答：“考虑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您是
否觉得幸福”，要求受访者在序数１到４之间进行选择，１表示很不幸
福，４表示很幸福。当主观幸福感高于临界值（Ｃ１）时，城市务工人员会
感觉“很不幸福”，高于临界值Ｃ１ 而低于临界值Ｃ２ 时，城市务工人员
会感觉“不太幸福”，依次类推。由于主观幸福感是潜在变量，虽然无法
观察和取得这些临界值，但可以从城市务工人员的回答中获取主观幸
福感的相关信息。考虑到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是离散的有序变
量，因此，基准计量方程（３）是有序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２．不确定性防范。对于不确定性防范的测量，本文遵循国内相关
文献（沈坤荣、谢勇，２０１２）的通常做法，选择了城市务工人员参加养老、
医疗、失业和工伤等主要社会保险对不确定性防范进行测度。其主要
原因是：社会保险能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城市务工人员在社会生活中的

·８４１·

社会·２０１４·２



风险，减少不确定性的负面事件对其收入的冲击，从而平滑其消费周期
曲线；同时社会保险还能修正城市务工人员对未来收支预期的波动，从
而为城市务工人员提供稳定预期。由此可见，参加社会保险可以视为
城市务工人员不确定性防范的重要手段。

需要说明的是，在ＣＨＩＰ２００７的调查问卷中，关于城市务工人员是
否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等主要社会保险的回答设计是多选题。

例如，“２００７年您是否参加了以下医疗保险”，设计的回答选项是：“①
公费医疗或统筹，②商业医疗保险，③农村合作医疗，④其他，⑤没有保
险”。尽管不同种类的医疗保险的不确定性防范作用有一定的差异，但
本文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此，而是考察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所带来的幸
福感差异。因此，具体赋值时，参加医疗保险的任何险种，则赋值为１，

若没有参加则赋值为０，其他情况也作类似处理。另外，本文还构造了
一个不确定防范的综合指数，即将城市务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类别
相加，数值越大，表示不确定性防范程度越强（见表１）。

表１：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数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主观幸福感 ３．２４３７　 ３　 ０．６０４０　 １　 ４
养老保险 ０．０９２８　 ０　 ０．２９０２　 ０　 １
医疗保险 ０．９４４９　 １　 ０．２２８１　 ０　 １
失业保险 ０．０３４７　 ０　 ０．１８３１　 ０　 １
工伤保险 ０．０７５１　 ０　 ０．２６３５　 ０　 １
不确定防范指数 １．１４７６　 １　 ０．６４５２　 ０　 ４
男性 ０．５６０６　 １　 ０．４９６３　 ０　 １
年龄 ４２．６１２１　 ４３　 １２．３５４９　 １８　 ６５
受教育年数 ７．５７４４　 ８　 ２．５６７０　 ０　 １９
初婚 ０．８２８６　 １　 ０．３７６９　 ０　 １
再婚 ０．０２５３　 ０　 ０．１５７２　 ０　 １
同居 ０．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７０７　 ０　 １
离异 ０．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６４２　 ０　 １
丧偶 ０．０１１４　 ０　 ０．１０６５　 ０　 １
未婚 ０．１２５４　 ０　 ０．３３１２　 ０　 １
工作状况 ０．８５７６　 １　 ０．３４９４　 ０　 １
身体健康状况 ３．９５５７　 ４　 ０．８１１６　 ０　 ５
小时工资数 １．９８６０　 １．９２１８　 ０．５５９７　 ０　 ６．１１３７
社会关系网络 ２．３０００　 ２．３９７９　 １．１３４１　 ０　 ５．３９８２
注：小时工资数＝ｌｏｇ（１＋平均每月总收入／每周工作时间／４），社会关
系网络＝ｌｏｇ（１＋朋友和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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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控制变量根据以往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论，本文选取了影
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些重要特征变量（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Ｏｓｗａｌｄ　ａｎｄ　Ｗｕ，２０１０；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ｏｎ，２０１０；Ｒａｙｏ　ａｎｄ　Ｂｅｃｋｅｒ，

２００７；李树、陈刚，２０１２；陈钊等，２０１２；李涛等，２０１１），包括性别（男＝１，
女＝０）、年龄、受正规教育年数（ｅｄｕ＿ｙｅａｒｓ）、３婚姻状况（初婚、再婚、同
居、离异、丧偶和未婚；是＝１，否＝０）、４工作状况（有＝１、其他＝０）、身
体健康状况（“非常不好”、“不好”、“一般”、“好”和“非常好”，依次赋值为

１－５）、２００７年的每小时工资数取自然对数。５此外，社会关系网络，即城
市务工人员认识朋友／熟人数的对数；在回归中加入了省份的虚拟变量，
以控制地区效应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３．教育年数中扣除了跳级和留级的年数。

４．在回归过程中，本文以丧偶为参照组。

５．利用城市务工人员平均每月得到的总收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４。

６．需要说明的是，ＣＨＩＰ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承担、国家统计局协助的家庭经济
调查。调查内容涵盖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有收入成员的基本情况、工资收入、整个家庭的额外
收入、家庭的支出情况等。对于农村家庭，调查还包括农户的资产与负债、产品出售和消费、
农用生产资料购买等内容。自１９８８年起，该调查已组织了四期，最近一期是２００８年的调查
（调查的是２００７年的家庭收入，习惯上称作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２００７年的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

（ＣＨＩＰ）。６该调查收集了中国１６个省的１０　０００户农村家庭、１３　０００户城
市家庭及９个省的４　９７８户迁移家庭的数据。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分
析的ＣＨＩＰ调查样本只是上述所有ＣＨＩＰ样本中的一部分，其农村数据
包含了河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和四川等９省的

５　００３个家庭，共１４　６９９个个体样本。本文仅使用当前（或返乡前）主要
在县城从事非农工作的受试样本。剔除缺失数据后，符合本文要求的样
本数为３　８７２，涵盖了９个省。表１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１的结果显示，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平均赋值为３．２４３７，

介于比较幸福和很幸福之间。此外，就不确定性防范手段而言，其中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均值分别为０．０９２８、

０．９４４９、０．０３４７和０．０７５１，这表明，截止２００７年底，城市务工人员的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普及率分别为９．２８％、

９４．４９％、３．４７％和７．５１％。这意味着就城市务工人员而言，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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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及率较高，而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普及率仍然较低。
受访者中，男性占５６．０６％，平均年龄接近４３周岁，受正规教育平

均年数介于７－８年。初婚、再婚、同居、离婚、丧偶和未婚者分别占

８２．８６％、２．５３％、０．５％、０．４１％、１．１４％和１２．５４％。有工作者占

８５．７６％，自评健康状况介于一般到好之间。小时平均工资为７．９９０８
元，标准差为１２．３７４６，小时平均工资仍然较低，但差异较大。认识的
朋友和熟人的平均人数为１７人，社会关系网络比较广。

表２：城市务工人员的实际医疗支出统计

省份
参与医疗保险

平均支出 标准差

不参与医疗保险

平均支出 标准差

均值差异
（参与—不参与）

河北 １９０．１４２６　 ２７７．００７８　 ２９１．２１０９　 ８３２．２７６４ －１０１．０６８
江苏 ２２７．６９２３　 ２４７．８９６３　 ２６６．１０６３　１　２９６．０３４ －３８．４１４
浙江 ９８．７５００　 １７７．３１６３　 ４５７．７２４１　１　６２７．９２６ －３５８．９７４
安徽 ２５４．４１７７　 ６４９．０１０１　 ３８９．３８６９　１　７４６．５２６ －１３４．９６９
河南 １８９．２８５７　 ３７４．０３４２　 １７１．６５０４　 ５０７．６７５４　 １７．６３５３
湖北 １４１．１８２９　 １８３．５７２６　 ２６８．７７４８　 ５８２．６２６１ －１２７．５９２
广东 ２９８．０３７２　 ７５０．０６９２　 ２４０．３１５６　 ５５８．３４４６　 ５７．７２１６
重庆 ４６６．５７６２　 ５７２．１７９３　 ２２６．７５７８　 ５８１．９９７８　 ２３９．８１８４
四川 １０３．４０３０　 ９８．５１２３　 ２２２．２６２１　 ６８１．５４９３ －１１８．８５９

　　城市务工人员社保参与情况受数据限制，仅介绍城市务工人员

２００７年全年扣除各种报销后产生的实际医疗支出。由表２可知，除河
南、广东和重庆以外，城市务工人员参与医疗保险之后实际的医疗支出
有所降低；反过来，也看到河南、广东和重庆的城市务工人员参与医疗
保险之后，实际的医疗支出有所增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医疗保险释
放了部分城市务工人员的医疗需求，增加了他们对医疗的支出。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准规范分析
本文借助ＳＴＡＴＡ１２．１软件，利用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了基准的

计量模型，表３报告了基准主观幸福感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关
于主观幸福感基本决定因素（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就业状
况、健康状况、收入状况和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与以往文献（陈刚、李
树，２０１２；Ｋｎｉｇｈｔ，２０１０；Ａｐ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ｎｇ，２００８；李涛等，２０１１；鲁元
平、王韬，２０１１）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男性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低
于女性，这主要与我国多重社会约束条件下的家庭性别分工方式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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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主观幸福有更高的预期有关。城市务工人员的年龄与其主观幸福
感之间呈“Ｕ”型关系。７正规教育年限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往往意味着较高的收入、较多的就业机会与较
好的社会地位，从而有利于幸福感的提高。初婚、再婚者要比丧偶者、

离婚者和未婚者更具幸福感，这主要说明了“婚姻溢酬”效应通过夫妻
各自的比较利益进行分工，可以提升单位家庭的总产出，以使得夫妻双
方各自获得最大效用。此外，夫妻之间的情感宣泄提高了初婚和再婚
者的幸福感。有工作的城市务工人员要更幸福，可能的原因是社会规
范、社会比较和参照值的选择都会影响个体对自身就业状况的评价，当
自身就业状况恶化而参照群体的就业状况趋好时，个体就有不幸的感
觉。自评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是因为健康
的身体才是居民幸福感的物质载体（Ｐｅｒｎｅｇ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收入水
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８实际上这可以用绝对收入

７．关于这一点的解释，可参见Ｆｒｉｊ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ｅａｔｔｏｎ（２０１２）。

８．需要强调的是，在本研究中，收入水平的衡量与以往研究是不一致的，主要是因为本文中
的收入指标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即包含了个体收入背后所需的劳动时间。以往研究在衡量居
民收入水平时，并没有考虑居民获得该收入所需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工作环境、工作的社
会认同度等一系列因素，例如，两个人的月均收入皆为３　０００元，但其中一人的工作既体面又
轻松，并且在这个月内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而另一个人则需要付出较多工作的劳动时间和更
高的劳动强度，且工作的社会认同度也较低，倘若我们不考虑收入背后所包含的上述因素而
直接考察这两个个体的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则会导致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的关系讳莫难明。因此，收入水平应该是一个综合因素，而非绝对的单个因素，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了“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悖论”或“幸福悖论”。

假说来解释，就特定时间点而言，当经济体的收入水平较低时，居民拥
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可以改善生活环境，享受更好的服务、医疗和教育，

因此绝对收入越高，居民的幸福感越强。就目前经济状况而言，中国属
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务工人员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在此情况下，

城市务工人员物质条件的改善会为其带来更多的幸福感（Ｋｎｉｇｈｔ，

２０１０）。就特定的时间段而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主观
幸福感亦会随之提升，但当居民的物质基本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时，收入
所带来的边际幸福感则会递减。由于中国目前还未全面实现小康社
会，城市务工人员还停留在满足生存性消费需求的阶段，因此，绝对收
入水平的增加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幸福感。社会关系网络对居民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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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不确定性防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Ｎ＝３　８７２）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养老保险 ０．１０５９＊＊
（０．０４４９）

医疗保险 －０．１０３６
（０．０８００）

失业保险 ０．２１５５＊＊＊
（０．０７１０）

工伤保险 ０．１１２３＊＊
（０．０５１４）

不确定防范指数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２１９）

男性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９）

年龄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４６１＊＊＊－０．０４６０＊＊＊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１５６）

年龄平方／１００　 ０．０５３１＊＊＊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５３２＊＊＊ ０．０５３５＊＊＊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１７１）

受教育年数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８５）

初婚 ０．６６３８＊＊＊ ０．６７６４＊＊＊ ０．６６４８＊＊＊ ０．６７３０＊＊＊ ０．６６３５＊＊＊
（０．２１５１） （０．２１５１） （０．２１５１） （０．２１５１） （０．２１５１）

再婚 ０．７４９１＊＊＊ ０．７６５１＊＊＊ ０．７４５０＊＊＊ ０．７６００＊＊＊ ０．７４６４＊＊＊
（０．２４８６） （０．２４８７） （０．２４８８） （０．２４８６） （０．２４８６）

同居 ０．４１４　 ０．４２８２　 ０．４２８７　 ０．４３９５　 ０．４２４２
（０．４４３１） （０．４４３３） （０．４４３４） （０．４４３４） （０．４４３２）

离异 ０．１７４９　 ０．１８７８　 ０．１８９　 ０．１６７７　 ０．１７０２
（０．３１３５） （０．３１３５） （０．３１３４） （０．３１３６） （０．３１３５）

未婚 ０．５０４　 ０．５０２　 ０．５０７１　 ０．５０８３　 ０．５０８４
（０．３４５２） （０．３４５２） （０．３４５２） （０．３４５２） （０．３４５２）

就业状况 ０．１７２３＊ ０．１６４５＊ ０．１６５８＊ ０．１６８２＊ ０．１７１４＊
（０．０９５２） （０．０９５２） （０．０９５２） （０．０９５２） （０．０９５２）

身体健康状况 ０．３９１６＊＊＊ ０．４０７１＊＊＊ ０．４０６９＊＊＊ ０．４０７３＊＊＊ ０．４０６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小时工资数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８２１＊＊＊ ０．０７３６＊＊＊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７３５＊＊＊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２５４）

社会关系网络 ０．０６８８＊＊＊ ０．０６７４＊＊＊ ０．０６７７＊＊＊ ０．０６７２＊＊＊ ０．０６８２＊＊＊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６７）

地区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准Ｒ２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０６１　 ０．１１６８　 ０．１１０４　 ０．１１３８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２．括号内表示稳健性标准误，下同。

幸福感有显著的促增效应，主要的原因是，在正式制度未完全建立之
前，社会关系网络仍是居民防范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因为当居民在生
活中遭遇负面事件冲击时，居民可以从嵌入了相互信任、相互协调、互
惠互利和社会规则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必要的资源来应对负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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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居民对未来负面事件冲击所带来的悲
观预期程度。对于城市务工人员而言，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穷人的资
本”，无疑在城市务工人员的相互借贷（杨汝岱等，２０１１）、消费（易行健
等，２０１２）和就业（陆益龙，２０１１）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提
升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

９．就目前而言，法定劳动年龄界限是男６０周岁，女工人５０周岁，女干部为５５岁。从事井
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以下称特殊工种）的，法定劳动
年龄界限为男年满５５周岁、女年满４５周岁；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
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法定劳动年龄界限为男年满５５周岁、女年满４５周岁。需要
强调的是，领取养老金除了满足法定劳动年龄界限外，还必须满足另一个条件，即参保人累计
缴费达１５年。当然第二个条件并不是硬性条件，还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当地实施原新农
保或城居保制度时，已年满６０周岁，未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养老
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第二，当参保人年满６０周岁但累计缴费年限
没有达到规定缴费年限的，可继续逐年缴费，并享受相应的政府缴费补贴。逐年缴费至６５周
岁仍然没有达到规定缴费年限的，可以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至规定的缴费年限后，按月领
取养老保险待遇，但一次性补缴不享受政府的缴费补贴。第三，当参保人年满６０周岁、累计
缴费年限没有达到规定缴费年限的，如不继续逐年缴费或补缴至规定的缴费年限的，不发基
础养老金，可以申请按月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发完为止。

表２显示，第一，参与养老保险能够显著增进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
福感。主要原因有：首先，养老保险能够实现老有所养。由于养老保险
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
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
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因此，只要城市务工人办
理了养老保险，那么当城市务工人员达到了法定的劳动年龄界限，９就
可以按月从政府处领取养老金，从而使得城市务工人员对将来年老后
的生活有了乐观的预期，免除了其后顾之忧，增强了现期的主观幸福
感；其次，参与养老保险可以缓解代际赡养的经济压力，实现家庭养老
和社会养老相结合，从而减少了城市务工人员对未来养老风险的预期，
强化了其当期的主观幸福感；最后，参与养老保险可以降低对“自我储
蓄”养老的依赖，提高城市务工人员现期的消费水平，从而“挤入”更多
维持主观幸福感的支出，例如亲戚朋友聚会等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的相
关支出。
第二，参与医疗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但并

不显著。这个结果虽然出人意料，但仍有足够的理由来解释它。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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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享乐适应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现阶段医疗保险的普及率已经
越来越高，就ＣＨＩＰ（２００７）而言，截止２００７年底，城市务工人员的医疗
保险普及率为９４．４９％，因此城市务工人员已经适应了医疗保险所带
来的效用，导致现有医疗保险的质量和水平并不一定能够给城市务工
人员带来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其次，虽然医疗保险的普及率高，但这并
不意味着医疗费用的报销率高，ＣＨＩＰ（２００７）调查数据显示（如图１所
示），城市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险费用报销率仍然较低，１０因此，城市务工
人员虽然参加了医疗保险，但医疗费用报销率低使得家庭将来面临沉
重医疗负担的风险仍然较高，参与医疗保险仍不能改善城市务工人员
关于疾病对其未来收入负面冲击的悲观预期；最后，医疗费用报销的程
序复杂，限制多，滞后期限长，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疗保险所具备
的不确定性防范作用。因此，提高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解除跨区医疗费
用报销限制，提高医疗费用报销效率对于增进城市务工人员福利，改善
其幸福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图１：城市务工人员各类医疗保险报销率

１０．报销率＝１－实际医疗支付／医疗总支出。

　　第三，参与失业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其
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点：其一，失业保险可以降低失业对当期消费水平
的负面冲击，从而起到平滑消费，维持城市务工人员现有消费惯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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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维持城市务工人员现有的幸福感；其二，失业保险可以降低城市务工
人员对失业的恐惧心理，以及由失业带来的预期经济压力，使得城市务
工人员对未来失业境况有了更加积极的预期，强化了其现期的幸福感。
第四，参与工伤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其

主要原因是，对于城市务工人员而言，他们往往从事着工作环境差，危
险系数高的工作，因此他们对发生工伤事故有更高的心理预期，这种预
期心理引发了他们对于发生工伤事故后巨额支出预期的担忧，这种担
忧会直接消极影响城市务工人员现期的主观幸福感。而参与工伤保险
可以保障工伤职工的医疗及基本生活、伤残抚恤和遗属抚恤，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城市务工人员对于发生工伤事故后的悲观预期，从而有利
于增进其主观幸福感。
第五，不确定性防范的综合指数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有显

著的增促效应。这意味着城市务工人员不确定性防范的措施越多，其
主观幸福感会越高。换言之，更多的不确定性防范措施能在更大程度
上消除各种不确定性对城市务工人员乐观预期的消极影响，以利于城
市务工人员更好地做出合理的消费决策，最终强化其主观幸福感。

（二）倾向匹配分析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采取不确定性防范的城市务工人员具有更高

的主观幸福感。但是我们仍然担心样本选择非随机性所产生的样本选
择性偏差，因为异质性会导致个体不确定性防范措施的选择性偏好，例
如，教育年限越长、收入水平越高、社会关系网络越强、身体自评状况越
差的城市务工人员可能有动力选择更多的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因此，
将采取不确定性防范措施与不采取不确定性防范措施的城市务工人员

相比较来探讨不确定性防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必须克服样本选
择性偏误。为此，本文接下来将根据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ａｎｄ　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４）提
出的“倾向值匹配”的方法来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

１．样本匹配效果
为了说明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在实证上的重要性与合理性，以核

匹配法绘制的效果图（图２至图５）显示了处理组和控制组倾向得分在
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分布。可以看出，在匹配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参与社
会保险的倾向得分密度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如果直接比较这两
组之间的主观幸福感，那么所得到的统计推断结果就是有偏的。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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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研究可能忽视了该问题的严重性而导致了内生性问题的存在。相
比之下，在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参与社会保险的倾向得分密度分布
几乎是一致的，这表明经过匹配后，两组之间的特征差异得到了有效的
削减，匹配的效果令人满意。同样，采用其他的匹配方法也得到了类似
的效果，不再赘述。

图２：匹配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倾向得分概率分布（养老保险）

图３：匹配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倾向得分概率分布（医疗保险）

图４：匹配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倾向得分概率分布（失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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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匹配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倾向得分概率分布（工伤保险）

２．倾向匹配模型估计结果
为了检验倾向匹配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了常用的匹配

方法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包括最近邻匹配法、核匹配法、分层匹
配法和半径匹配法。最近邻匹配法是最简单的匹配估计方法。它的基
本思想是以样本的倾向得分值为依据，前向或后向搜寻出与处理组样本
的倾向得分值最接近的控制组样本，作为处理组的匹配对象。表４显
示，利用最近邻匹配法求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对城市务工
人员主观幸福感影响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０．０５７、０．１４０和０．０６４，并且
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参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可以
使得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分别增加５．７％、１４％和６．４％，而参加医
疗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明显。核匹配法是非参
数匹配估计的方法，它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控制组中所有样本的加权平均
值来构建一个反事实结果，因而使用该方法可以包含更多的信息，从而
提高了匹配的精度。表４显示，利用核匹配法求得的养老保险、失业保
表４：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ＰＳＭ方法 最近邻匹配法 核匹配法 分层匹配法 半径匹配法

养老保险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医疗保险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８）

失业保险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２）

工伤保险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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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工伤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

０．０６３、０．１３２和０．０７４，并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医疗保险对城市务工
人员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为－０．０５４，但在５％的水平上并不
显著。同样分层匹配法和半径匹配法与前述方法所得出的结果都大体
一致，进一步说明了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不同的是，传统的回归过高
估计了不确定性防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水平。
上述研究结果也反映出不确定性是造成城市务工人员不幸福的重

要原因。实际上，不确定性的冲击是造成城市务工人员可利用资源现
期约束的重要原因。尤其在经济转型时期，政策环境的变化会给城市
务工人员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挤
走”了城市务工人员维持幸福感的相关支出。在这种情况下，稳定而又
良好的社会保险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平城市务工人员未来生活所

面临的波动性，有利于消除其后顾之忧，从而增进其主观幸福感。

（三）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工人员影响的进一步讨论
１．不确定性防范对不同倾向得分群体的影响
在这部分，我们利用多层线性模型进一步考察城市务工人员获得社

会保险的倾向得分是否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根据Ｊａｎｎ等（２０１０）所采
取的方法，即异质性处理效应分析（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该方法假定每个倾向匹配得分层次有不同的平均处理效应，
并且能克服倾向值匹配因为样本匹配效果不好所带来的问题（见表５）。

表５：异质性处理效应分析结果
倾向得分层次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第１层 －０．０９４ （０．１２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１ （０．１７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８）

第２层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１）

第３层 －０．０６５ （０．２７０）－０．０５１＊（０．０２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６）

第４层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３）－０．０３２＊（０．０１７） ０．１４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５＊＊（０．０３３）

第５层 ０．０４７＊＊（０．０２３）－０．０２０ （０．０５６） ０．５３６＊＊＊（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７）

第６层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５）－０．０３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０ （０．１９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第７层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３）－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０．３３３ （０．６６７）－０．０１２ （０．０９１）

第８层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２）

第９层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１）

第１０层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３）

总体趋势

　斜率 ０．０１１＊＊（０．００５）－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８＊＊（０．０２１）

　截距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８）－０．０７６ （０．１０１）－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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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倾向得分最低的前四个层次上，参与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
感的因果效应不具统计显著性。但在倾向得分较高的层次上，即第５
层至第７层，参与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较明显，即养老保险
能够显著增加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从第８层至第１０层，参与
养老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因果效应亦不明显。但总体而
言，随着参与养老保险概率的增加，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会增强。
并且因果效应随着倾向得分层次的递进而呈现递增的趋势，即倾向得
分层次每递进一层，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就会上升１．１％。
第二，在倾向得分最低的前两个层次上，参与医疗保险对主观幸福

感的因果效应并不显著。但在第３层和第４层，参与医疗保险对主观
幸福感的消极影响在１０％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从第５层至第７
层，参与医疗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因果效果亦开始不明
显。总体而言，随着参与医疗保险概率的增加，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
感并无明显的变化趋势。
第三，在倾向得分最低的前三个层次上，参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对主观幸福感的因果效应不具统计显著性。但在倾向得分较高的层次
上，即第４层和第５层，参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比较明显。在第６层和第７层上，参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对城市务
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因果效应亦不明显。但总体而言，随着参与失业
保险和工伤保险概率的增加，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会增强。并且，
因果效应随着倾向得分层次的递进而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即失业保险
和工伤保险的倾向得分层次每递进一层，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
会分别上升６．０％和４．８％。
对上述结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变化

符合享乐适应理论，即当城市务工人员适应了社保所带来的幸福时，他
们的幸福感又会很快返回到享受社保前的水平。这也说明，社保倾向
得分较高层次的城市务工群体往往难以再次感受到社保所带来的幸

福，换言之，他们的幸福感最有可能又返回到了享受社保前的水平。

２．基于夏普利值过程的回归分解
回归分析中各个变量的影响，虽然意味着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

感的异质性，但不能具体确定这些变量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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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贡献率，因此，需要通过回归分解来解决这个问题。

基于此，本文利用夏普利值过程回归分解来评判各个影响因素的贡
献。表６显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对城市务工人
员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２．４３％、１．０５％、４．６５％和

１．８１％。由此可知，缩小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差异的不确定性防范
手段以失业保险的贡献率最大，其他依次为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
险。就其他因素而言，收入水平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贡献
率达到５．３３％，这表明收入水平仍是导致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因
素，因此提升城市务工人员小时工资水平对于强化其主观幸福感有着重
要的作用。个体特征，即异质性因素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差异的
贡献率达到了３２．３４％，这表明异质性仍能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个体主观
幸福感的差异。最后，地区效应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贡献
率达到了５２．２２％，这表明地区社会经济特征的不平衡仍是导致城市务
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缩小地区之间的特征差
异，对于缩小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６：影响因素的贡献率：基于夏普利值过程的回归分解

因素 夏普利（估计值） 比例
（估计值）
（％）

夏普利（标准化值）比例
（标准化值）
（％）

养老保险 ０．０００５６　 ２．３７　 ０．０００５８　 ２．４３
医疗保险 ０．０００２４　 １．０３　 ０．０００２５　 １．０５
失业保险 ０．００１０３　 ４．５５　 ０．００１１０　 ４．６５
工伤保险 ０．０００４２　 １．７７　 ０．０００４３　 １．８１
收入水平 ０．００１２８　 ５．３３　 ０．００７６７　 ５．５１
个体特征 ０．００７５０　 ３１．６６　 ０．００１３１　 ３２．３４
地区效应 ０．０１２１２　 ５１．１２　 ０．０１２３８　 ５２．２２
残差 ０．０００５０　 ２．１１
总计 ０．０２３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７１　 １００．００
注：在夏普利值过程的回归分解中，我们将个体的性别、年龄、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就业状况、自评健康状况和社会关系网络归为一组，作为个
体特征的体现。　　

五、结论与政策涵义

近年来，政府逐渐把改善民生福利放在突出位置，并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民生工程”和“幸福工程”。毋庸置疑，政府确实为改善民生倾尽心力，

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政府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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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系列改善民生措施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这些措施的运行质量。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探究了不确定性防范影响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

福感的重要机制，拓展了现有文献关于不确定防范影响城市务工人员
幸福感渠道的研究。随后，基于２００７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评估
了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控制了可能影响城市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各种变量后，回归结果

显示，不确定防范措施中，参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对城市
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促增效应，而参与医疗保险却没有显著
影响。总体上，不确定防范确实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
福感。但出人意料的是，医疗保险的参与并没有给城市务工人员带来
相应幸福感的增加，可能的解释是：其一，这一现象符合享乐适应理论；
其二，医疗保险运行中存在的质量问题使得城市务工人员难以从医疗
保险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
感变化符合享乐适应理论，即当城市务工人员适应了社保所带来的幸
福时，他们的幸福感又会很快返回到享受社保前的水平。此外，通过倾
向值匹配方法最大程度地弱化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后发现，上述结果
相当稳健，只不过传统的估计方法过高估计了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
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后，通过夏普利值过程的回归分解发现，
四种不确定性防范手段对城市务工人员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贡献率

接近１０％，其中贡献率最大的为失业保险。需要强调的是，在对城市
务工人员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因素贡献率中，地区效应所占的比例
最大，其次是个体特征因素，收入水平也占到了５．５１％。
以上发现的政策涵义在于，城市务工人员的社保现状对其主观幸

福感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的确是关乎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政
府对城市务工人员社保问题的重视值得肯定。但是，在实施推广社保
的过程中，政府更应该着眼于提升社保制度长期发展的运行质量，例
如，提高医保报销比例，解除跨区医疗保险费用报销限制，提高医保报
销效率等。此外，尽快提高城市务工人员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
险的覆盖率亦是当前政府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之一。当然，在改善民
生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仍是导致城市务工
人员不幸的首要因素，因此，推动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对于改善民生福
利而言无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举措。更要强调的是，提高城市务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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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单位时间的工资数亦是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渠道，这也从另一
个方面说明，政府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更重要的是同时降低居民的劳
动强度，减少居民的劳动时间，改善居民的工作环境，这或许才是改善
民生的实质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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